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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机制完善对策研究
余星涤，李　勇，涂梦昭，占晓林，邵　其

[ 摘　要 ] 当前，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将由“怎么划”转向“怎么管”。由于城镇开发
边界规划管理逻辑与原有的指标规模管控逻辑相比发生了变化，加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城镇空间布局的诸多不确定性，
地方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为此梳理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国内外探索，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新
时期城镇开发边界管控的新要求入手，结合现有的用途管制管理逻辑，提出完善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机制的对策，以为下一
步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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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marc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has been nearly finished, and the next issue will shift 
from demarcation to governance. Since the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governance logic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indicator and 
scale governance logic, along with the uncertainties brought about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urban spatial layout, local 
administrations face varied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To address this, based on a review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practices in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demarcation and field survey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governance mechanism are put forwar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logic for 
land use regula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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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边界划定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将由
“怎么划”转向“怎么管”。与原有以建设为导向的
规划不同，规划治理是综合管理和利用资源、实现资
源管理目标的重要工具。为此，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
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 ( 试行 )》，
要求各地要结合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加
强和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统筹做好规划城镇建设

城镇开发边界是国际通用的城市增长管理工具 [1]，
是各国为应对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自然生境被破
坏、耕地减少和环境污染加剧等资源环境问题所采取的
措施。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为城市的集中建设和发展划出
一条边界线，不仅有利于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遏制城市
过度扩张、保护城市外部开放空间，还有利于缓解人口
与资源环境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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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安排，并且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需根据文件要求制定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实施细则。由于城镇开发边界规划管理
逻辑与原有的指标规模管控逻辑相比发
生了一些变化，加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
来城镇空间布局的诸多不确定性，地方在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实施过程中面临一些难
点，亟待结合现有的用途管制管理逻辑，
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总结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国内外探索，以实地
调研为基础，以坚守底线为前提，对现有
政策的完善和机制的创新进行思考。

1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国内外
探索

1.1　国外城镇开发边界的提出与
发展

英国绿带规划被视为城镇开发边界
的雏形。英国绿带政策的规划模式和管
控方法对世界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影响
深远，被许多国家效仿 [2]。绿带政策最早
可追溯至 1580 年，当时英国在伦敦城外
划定 4.8 km 宽的环带区域，在该区域禁
止新建房屋 [3]，意图阻止瘟疫和传染病
的蔓延并进行隔离。此后，“绿带”相
关概念和内涵进一步延伸。1933 年，恩
温提出在伦敦城区外打造 3 ～ 4 km 宽的
绿色环带的规划方案，1935 年的《大伦
敦规划》采纳了“绿带思想”，1938 年
英国通过《绿带法案》，绿带政策成为英
国城市规划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伦
敦的绿带政策为解决城市边界划定问题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核心在于通过建
设绿带圈层来限制城市的发展。“绿带”
可以是林地、风景区、农田、牧场、村
落等，它既能提供休闲空间、保护乡村
地区不被侵占，又使城市建设用地的扩
张被限制在绿带边界内 [3]。杨秋惠 [4] 认
为，绿带政策体现了在更广的空间范围
内整体思考城市发展的理念，英国通过

设置绿带限制城市蔓延的策略在一定时
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契合了“限
制城市和保护农业生产”的目标。然而，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
经济复兴、住房紧缺等一系列挑战的加
剧，这一政策的实施引发了新的问题。
尽管绿带限制了伦敦城区的蔓延，但是
紧邻绿带的其他地区 ( 距离大伦敦 19 ～
32 km，甚至更远的地区 )，城市扩张速
度加快。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新
的发展需求，英国逐步放宽绿带政策，
其良好的实施效果才再次显现 [4]。绿带
的面积和边界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永久
性，但地方规划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
对其进行调整。自绿带政策实施至 2016
年绿带扩展计划基本实施完毕，绿带边
界每年都有调整，但形态基本上与 20 世
纪 70 年代末时的保持一致 [3]。

美国通过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抑制城
市盲目扩张。为了遏制城市的无序蔓延，
减少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美国在“精明增长”运动中率先提出了
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 (Urban Growth 
Boundary，以下简称“UGB”) 的对策，
即在城市外围划定增长边界，将城市发
展限制在该边界内 [5]。UGB 的提出旨
在解决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蔓延引
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包括城市低密度
无序扩张造成的自然景观和农田资源消
失，以及郊区化导致的旧城中心衰落、
市政设施效率低下、交通拥堵等问题 [6]。
UGB 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
市提出，指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分界
线。UGB 为城市地区的发展划定了一条
边界，边界内的土地可以进行城市开发，
边界以外的则不能 [7]。冯科等 [8] 总结了
UGB 管理模式的目标，涵盖城市人口增
长、居民生活就业需求、公共设施和服
务、土地高效利用、开发活动影响、基
本农田保护及农业活动和谐等 7 个方面
的目标和要求。美国通过鼓励工业用地

集中开发、新增建设用地与已建用地连
片开发、配套公共服务用地等一系列措
施，促进土地高效利用。同时，实施与
边界内阶段性发展并行的农林保护政策，
实现对边界外用地的管理。

日本将城镇开发边界作为控制开发
强度的手段。在日本的城市规划制度中，
也有类似城镇开发边界的概念，亦体现
了空间领域的公共政策导向。1958 年，
日本的《首都圈规划》是东京首个都市
区规划，规划借鉴了“绿带思想”。然而，
由于城市发展与绿带的约束性不匹配，
1968 年日本放弃了绿带方案，提出了“近
郊整备地带”的概念 [4]，并颁布了《城
市规划法》，引入城市规划区划分机制。
日本的分区管控政策通过划定城市化政
策区控制城市开发强度，以“为谋求防
止无秩序的市区化和有计划的市区化”
为原则，以未来 10 年的城市化趋势和人
口分布预测为依据，将城市区域划分为
市区化区域和市区化控制区域 [1]。通过
用途地域系统，将市区化区域进一步细
化为 12 类用途分区，市区化控制区域原
则上不划分用途地域，未划分用途地域
的城市规划地区为白地。2000 年，日本
引入准城市规划地区制度，在准城市规
划地区内适当划定用途地域和特别用途
地域，要求各项开发建设活动均需获得
开发许可，以此管控城市规划地区以外
地区的开发建设活动 [9]。

 制度、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累积与建
设是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体现，制度上的
差异性决定了各国采取的空间发展策略和
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形式不尽相同 [4]。总体
而言，英国的绿带政策具有很强的法律
权威性，对开发建设有严格的刚性管控
要求，更多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远
角度考虑，由此绿带的边界和面积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永久性 [2]；美国的 UGB 更
具弹性，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向外扩展，其在作为城市土地与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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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屏障的同时，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了
合理引导 [8]；日本的分区管控政策则细化
了不同用途分区内的城市开发强度 [9]。

1.2 　我国城镇开发边界的实践
探索

城镇开发边界具有技术性、政策性
和动态性，受经济、社会及环境三者所
形成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影响 [6]。不
同国家设置城镇开发边界的初衷都是防
止城市蔓延，且均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
性，会结合不同的城镇发展阶段和时代
需求做出调整。因此，城镇开发边界更
重要的是作为城市增长管理的政策工具，
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合理引导，并推动
城市空间发展目标的实现 [4，10]，这也为
我国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提供了参考。
然而，从城镇开发边界实施层面看，我
国仍存在系统治理思维与分区分类管控
的矛盾，国土空间格局的综合优化路径
仍有待探索 [11]。由于国家体制、地理格局、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与
国外存在差异，我国不宜完全照搬国外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实施的经验，许多学
者也探索了国外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模式
的“中国化”。其中：吴箐等 [12] 提出，
要在规划理念上区分技术措施和空间管
理政策，在编制技术上根据正向需求与
逆向控制要求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在规划管理上明确城镇开发边界的法定
地位；冯科等 [8] 认为，借鉴美国 UGB 管
理模式的前提是要区分美国城市蔓延的动
力与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驱动因素；杨秋
惠 [4] 则认为城镇开发边界作为单一的政
策工具，其效果难以评估，在实践过程中
应更注重一套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

在我国规划工作中，“城镇开发边界”
相关概念的出现可追溯至 2006 年建设部
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图 1)。为
阻止城市无序蔓延，2014 年 7 月，国土
资源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了“划

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启动会”，两
个部门共同选定 14 个城市开展划定城市
开发边界的试点工作。同一时期，四川、
陕西、安徽等省份也出台了地方性的城
市开发边界划定技术规定。通过这一阶
段的实践，规划界对城镇开发边界的内
涵和划定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工作
成效离中央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2018 年机构改革后，城镇开发边
界的定义和内涵逐步明晰。城镇开发边
界既涉及资源环境的节约和保护，也涉
及对城镇和乡村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
2019 年 1 月，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发布，明确了城镇开发边界是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控制线之一。
2023 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
发边界管理的通知 ( 试行 )》进一步明确
了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的几种情形，
各省份也陆续出台了相关实施细则。

 
1.3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带来管控
思路的重大转变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高质量
发展要求城镇发展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
升转型。根据“三区三线”划定的优先

顺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
护红线作为“底线”优先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作为约束城市粗放扩张的“空间上
线”最后划定，实现了规划目标从开发导
向向约束与引导并重的转变。①从规模和
指标管控延伸至空间边界管理。原有的
城乡建设用地管理主要依赖于规模和指
标管控手段，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年度计划，确定规划期内的建设用地规
模并逐年分解落实用地指标。在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后，城乡建设用地在规模和
指标控制的基础上，强化了对空间发展
边界的管理。②将各类城镇建设所需用
地纳入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开
发边界扩展倍数进行统筹核算，倒逼城
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推
动城镇集约、集聚建设，提高土地的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③在城镇开发边界外，
除满足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
地外，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不得规
划建设各类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不得规
划城镇居住用地，防止对农业和生态空
间的大规模高强度占用。④避免“寅吃
卯粮”，明确在 5 年规划期内，在年度
增量空间使用上至少为每年保留 5 年平
均规模的 80%，“十四五”规划期要为
“十五五”“十六五”规划期至少留下

图 1　我国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实施历程

《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研究城市增
长边界

《 全 国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实施城乡建设
用地扩展边界控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完
成三条控制线划定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指南 ( 试行 )》：明确城镇
开发边界内的 3 个分区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
边界管理的通知 ( 试行 )》：明
确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确定城市建设约
束性指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尽快划定城市开发
边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划定“三生”空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
见》：明确按照集约适度、绿色发展要求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
点工作启动会：启动
14 个城市的开发边
界划定试点工作

2020 年 2023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4 年2013 年2008 年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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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用地 (201) 占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比例 /%

建 制 镇 用 地 (202) 占 城
镇村及工矿用地比例 /%

村庄建设用地 (203) 占城
镇村及工矿用地比例 /%

全国 15.4 16.0 59.4
江苏 22.7 22.8 50.7 
浙江 23.1 25.4 47.3
江西 12.8 18.3 61.6
广东 25.2 25.7 45.4
四川 12.0 12.2 72.2
云南 9.2 11.2 69.0

表 1　2022 年全国及典型省份城、镇、村用地占比

35%、25% 的增量空间。

2　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管控面临的
困境

2.1　“乡多镇少”导致中西部省份
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基数偏低，城镇
开发增量规模的马太效应凸显

根据划定规则，城镇开发边界以现
状城镇建设用地为基数，通过设置扩展
系数，控制增量规模。根据《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仅将街道和建
制镇范围内的建设用地纳入统计 (203 地
类 )，而乡村区域的建设用地则不计入。
从实际情况来看，建制镇与乡村基本享
有同等事权，加上近年来城镇化快速发
展，大部分乡集镇具备城镇功能，城镇
化、产业化等发展行为位于乡行政区划
内的情况也很普遍 [13]。以江西省南昌县
东新乡为例，其是南昌市中心城区的重
要板块，已建成城市综合医院、大型生
活居住区等城市功能配套，但这些用地
按统计规则被归类为村庄建设用地 (203
地类 )，不纳入计算基数。这种“乡多镇
少”的情况导致后发地区现状城镇建设
用地基数普遍偏低。例如，江西省有 560
个乡(含8个民族乡)、四川省有626个乡、
云南省有 437 个乡 ( 含民族乡 140 个 )，
而发达地区如浙江省有 258 个乡、江苏
省有 17 个乡、广东省有 11 个乡 ( 含 7
个民族乡 )。乡镇级行政区划的差异加上
统计规则的限制，使得先发地区因基数
较高而获得更多的增量空间，放大了先
发地区相较于后发地区的空间规模优势。

综合实地调研和城镇化率、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的数据情况，总体来看，江
苏、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的城市用地
比例远远大于江西、四川、云南等中西
部省份 ( 表 1)，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与城镇化率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
2022 年，浙江省的城镇化率 (73.4%) 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5%)，江西省的城
镇化率 (6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5%)，
体现出不同城镇化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地
区在用地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对比两
省的城镇开发边界规模，江西省国土面
积为 16.7 万 km2，是浙江省国土面积
(10.6 万 km2) 的 1.58 倍，但江西省划
定的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6 142 km2，浙江
省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9 633 km2，
江西省的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仅为浙江省
的 63.8%，这组国土面积和城镇开发边
界划定面积的对比数据，凸显了东部省
份和中西部省份在未来发展空间上的马
太效应。

2.2　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规模分期
管控的考核机制不明确

《自然资源部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
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通知》和《自
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
通知 ( 试行 )》要求，城镇开发边界内增
量规模需实施分期管控，市县国土空间
规划实施要避免“寅吃卯粮”，为城镇
开发边界内的建设节奏提供政策指引。
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地方仍存在
一些困惑：一是考核基数未明确，地方
执行时可参考的指标有报批数据、供地
数据和国土变更调查数据等；二是考核
层级未明确，针对省级“十四五”规划
整体规模未突破，但部分市县建设用地

已突破或已达 40% 的增量规模的情况，
即省级层面的考核结果和市县层面的考
核结果不同，对此是否需要根据上述两
个文件要求暂停相关市县的土地报批？
对于正处于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窗口期、
近期用地需求较大的市县，能否在全省
总体增量规模不突破的前提下，在省级
层面进行跨市县的统筹与调剂？这些都
需要进一步明确。否则，会对当前发展
速度较快的市县的项目落地造成不利影
响。

2.3　 城 镇 开 发 边 界 外 的 建 设 用 地
规模和报批路径不明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
确，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按照主
导用途分区，实行“详细规划 + 规划许可”
和“约束指标 + 分区准入”的管制方式；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
理的通知 ( 试行 )》明确，在城镇开发边
界外可规划布局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
城镇建设用地，以满足城镇开发边界外
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旅游开
发、边境地区建设等的合理需求。综合
这两个文件可以明确，在城镇开发边界
外详细规划未覆盖的区域，可通过“约
束指标 + 分区准入”的方式布局有特定
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14]。然而，
在地方实际操作中，虽然明确新增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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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边界外的城镇建设用地需等量缩减
边界内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但是并未
明确规模和指标，是否将统筹“圈内圈外”
作为省级事权纳入省级层面的城镇开发
边界管理实施细则仍有待明确。此外，
组团间城镇道路、具有邻避效应和对选
址有特殊要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
施、零散分布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等，
缺乏城市、集镇建设用地分批次报批路
径，仅能以单独选址的方式进行报批，
但部分零星城镇建设用地不符合单独选
址的规模和要求，实际上缺乏有效落地
路径。

2.4　在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和扩展
系数总量控制的逻辑下，增减挂钩
政策激励机制部分失灵

在原有城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计
划指标管理模式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政策是地方解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问题的重要工具。地方通过实施增减挂
钩政策，一方面可以增加计划外的建设
用地指标；另一方面拆旧复垦腾挪出的
节余指标交易所得资金可用于提升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推动乡
村振兴，这实质是“乡减城增、资金返乡”，
间接促进了城乡土地和资金要素流动[15]。
同时，增减挂钩作为土地整理的一种特
殊形式，若实施得当，可提高耕地质量，
优化城乡格局，实现建设用地的节约集
约利用。但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
开发边界扩展系数恒定的原则下，增减

挂钩腾挪出的节余指标进城同样要占用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计入 1.3 倍扩展范围，
这导致增减挂钩政策失去了“乡减城增”、
在原有计划指标之外新增建设空间的作
用，并使地方失去了实施增减挂钩政策
的根本动力，部分地区还有规模不小的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无处落地。此外，若
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用于乡村建设，乡
村产业效益往往难以覆盖土地整理成本，
“乡地乡用”难以实现投入产出的资金
平衡，间接导致乡村存量建设用地盘活
缺乏资金和动力。见图 2。

3　完善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机制的
对策

自 2019 年起，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多规合一”
改革取得了开创性、决定性成就。下一
步，需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在持续深化改革、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
中，进一步完善规划实施监督管理机制。
要兼顾“底线刚性”与“实施弹性”，
有效化解当前政策执行中的矛盾，推动
国土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 

3.1　优化城镇建设用地认定规则，
破解“乡多镇少”的基数矛盾

一是构建功能导向的基数调整机制。
建立“功能 + 行政区划”的双维认定标准，
把具备城镇功能的乡级区域纳入城镇建

设用地的统计范围。由省级自然资源部
门牵头，联合发改、住建等部门，制定
功能评估指标体系，动态识别“准城镇型”
乡级单元，并同步更新国土变更调查数
据。二是实施弹性基数补偿政策。对于
受统计规则影响而基数明显偏低的省份，
允许其在省级层面，基于国家核准的总
体建设规模，借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
措施，运用基数修正系数等手段，将连
片开发且功能复合的乡村产业用地按比
例折算，纳入城镇建设用地基数。三是
推动跨层级数据联动。依托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推动
省、市、县三级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与空
间规划数据、土地报批数据的多源校核，
统一数据，避免数据分割导致的基数失
真问题。 

3.2　建立增量规模分级管控机制，
强化省级统筹弹性

一是构建“省级总控 + 市县弹性”
的考核体系。以省级为单元，将国土变
更调查数据作为唯一的考核基数，由省
级政府统筹分配增量规模。允许在省域
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建立“规模调剂
池”，优先保障重点发展区域的用地需求，
并对调出规模的市县给予补偿。二是建
立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要求，
搭建增量规模使用进度监测平台，对突
破分期规模的市县实施预警机制。三是
构建重大项目预留机制。在省级层面预

图 2　不同时期增减挂钩政策实施的动力机制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时期的增减挂钩政策实施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边界扩展系数恒定下的增减挂钩政策实施

资金返乡 缺乏指标转换路径

“乡减城增” “乡减城不增”
城 城

乡 乡指标置换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增加

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不变



83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机制完善对策研究﻿　余星涤，李　勇，涂梦昭，占晓林，邵　其

留一定的增量规模，专门用于计划外的
重大产业项目或民生工程建设，以此提
升规划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3.3　规范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
路径，建立“分区 + 指标 + 清单”
复合管控模式

一是实施“分区准入 + 指标”双控。
在城镇开发边界外，根据功能细化分区，
如城乡融合示范区、旅游功能区等，允
许按不超过省域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一
定比例预留零星指标，实行“分区准入
清单 + 约束指标”管理。二是简化报批
流程。允许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城镇建设
用地按照城镇建设用地用途管制要求，
在符合详细规划或者通过“规划用地综
合论证”的方式纳入详细规划后，明确
用地具体规划条件，按城市、集镇建设
用地分批次报批；对于规模较小的零星
城镇建设用地，建立“点状供地”目录，
简化预审与选址程序。三是实施负面清
单动态管理。明确禁止城镇开发边界外
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高污染工业等项
目，定期更新清单内容并向社会公开。

 
3.4　优化增减挂钩激励政策，推动
城乡双赢

一是创新“指标双算”政策。允许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按一定比例计入城镇
开发边界扩展系数，恢复增减挂钩政策
的“乡减城增”核心功能。同时，将节
余指标交易收益的一部分专项用于乡村
基础设施提升。二是乡村用地弹性转换。
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允许乡
村存量建设用地经综合整治后，按“量
质双控”原则转换为城镇指标，并赋予
省级审批权限。三是扩大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调剂范围。在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剂中，调出地区
的范围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省
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建立结余指标库，

在保障调出地区易地搬迁农民安置用地、
留足当地建设所需用地的前提下，对建
设用地规模、计划指标和占补平衡指标
进行区域统筹及整体考虑，推动发达地
区与后发地区的指标跨区域流转，通过
市场机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4　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迈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成果精准落地刻不容缓。作为国土空间
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和实施的重要内容，
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
线相比，城镇开发边界是全面推行的一
条全新的管理边界。它既是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内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
展的政策工具，也是秉持严格底线思维
推进城镇化的不可逾越的红线。

当前，随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陆续
实施，我国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已基
本完成。但在规划实施监督和用途管制
管控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
面临着一些以往管理工作中未曾遇到的
问题，包括后发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基数偏小、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用地的
分期考核基数、边界内外空间规划的实
施和管控，以及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与原
有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管控政策的衔接等
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
需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实施
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需要在规划实
施和监管方面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
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在坚守城镇开发边
界划定原则及底线的前提下，出台优化
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监督管理和用途管制
的差异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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